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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一、研究背景

2022 年 4 月,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方案和课

程标准,拉开了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帷幕。
课程标准是国家制定的某一学段共同的、统一的基

本要求,是对学生在经过某一学段之后达成的学习

结果的行为描述。[1]课程标准是教师实施教学的重

要依据。 教师是否依据课程标准实施教学,事关培

养什么样的人的大问题。[2]

国内外很多研究都显示教师在课程改革中起

到了关键作用,教师在课改中是一种“悖论性”的存

在,既可能成为教育改革的动力,也可能成为阻

力。[3]面对新一轮课程改革,采用实证研究探讨影

响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态度和行动的因素及其作

用机制十分必要。
本研究以场动力理论为分析视角,在上海市 J

区开展较大规模的教师问卷调查,以期明晰教师参

与课程改革的态度和行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,为
区域科学有效地推动新方案、新标准的培训与落实

提供依据与借鉴。

二、研究方法与过程

(一)数据来源

研究团队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-30 日将网络

问卷发放至全区各中小学,邀请全体教师参与调

研。 共回收到 2989 份问卷,对规律性作答和极值

等不符合要求的问卷进行剔除,最终形成 2840 份

有效问卷,问卷有效率为 95% ,对数据整理和编码

后应用 SPSS 25 软件进行分析。
(二)调查对象

本次调查的对象为上海市 J 区的中小学教师。
(三)调查问卷

调查问卷包括基础信息和主体部分,问卷主体

部分则借鉴国内外较为成熟的课程改革影响因素

相关量表,包含校长支持,工作压力,建构主义信

念,工作效能感,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,课改

态度,同事支持 7 个分量表,共计 66 个题项。 为保

证量表的信效度,沿用原量表计分方式,其中校长

支持、工作压力采用 4 点计分;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

愿准备,同事支持采用 5 点计分;工作效能感采用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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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计分;建构主义信念、课改态度采用 7 点计分。
调查结果显示,7 个分量表和总量表的内部一

致性系数均大于 0. 9,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。 效度

分析采用 KMO 检验,KMO 检验系数为 0. 980,巴特

利特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小于 0. 001,可
见其结构效度非常合理,所获得的数据较为科学,
可以进行后续分析。

(四)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

1. 理论视角

研究以卢因(Kurt Lewin)的场动力理论为分析

视角,其基本假设为“任何一种行为都产生于各种

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,而这些相互依存事实具有一

种动力场的特征” [4]。 卢因强调必须把人及其环境

看作一种相互依存的因素的集合来理解或预测行

为,并用 B= f(P,E)= f(LS)来表示人与环境的互相

作用。[5]其中 B 表示行为,P 表示行为主体,E 表示

环境,LS 表示生活空间,即生活空间由个体、环境以

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。 因此,分析某

种行为的产生需要具体到个体所在的特定时空场

域之中,从个体特征及其所处环境来分析其行为产

生和变化的原因。 外部环境只是导火线,最后的行

为变化是否强烈取决于内部需求是否足够强烈,个
体内部因素的作用大于外部因素。

2. 分析框架

研究以场动力理论为依据,将教师课改态度作

为因变量,将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。 其中,建构主

义信念,工作效能感,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为

影响教师参与课改的个体因素,校长支持、教师工

作压力和同事支持为影响教师参与课改的环境因

素。 由此,建构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。 个体因素置

于影响教师课改态度和行为的核心位置,并用双箭

头表示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;将环境因素置于外

圈,且没有采用箭头直接指向的方式,表示行为产

生的泛在的外部影响。
3. 分析思路

研究主要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来探究个体

或环境因素对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影响,分层线性

回归分析采用以下思路:
Y = βT

控制因素 X控制因素 + βT
个体因素 X个体因素 +

βT
环境因素 X环境因素

其中,Y 代表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整体态度,

X个体因素包含了个体层面的核心解释变量,即建构主

义信念,工作效能感,对课改的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

备;X环境因素包含了环境层面的核心解释变量,即校

长支持、工作压力和同事支持;X控制因素则包含一系

列控制变量,即学段、性别、教龄、职称和学历等因

素。 分层线性回归分析主要用来探究影响因素对

模型的解释力,在分析中还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如

方差分析等其他方法,对调查结果进行深入的

分析。
三、研究结果

(一)分层线性回归分析

研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形成三个模型(见
下页表 1)。 模型 1 只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,得到控

制变量对教师课改态度影响的解释力为 4% ;模型 2
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个体因素变量,模型的解

释力提升至 73. 3% ,可见个体因素对模型的解释力

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;模型 3 在控制变量和个体因

素变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环境因素变量,模型的解

释力提升至 75. 4% 。 结果显示,教师的课改态度显

著受到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。
1. 教师课改态度受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,教

学信念和工作效能感的影响

从模型 2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,在控制学段、性
别、教龄、职称、学历等因素的情况下,教师建构主

义信念、工作效能感以及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

备三个因素对教师课改态度的解释力达到 73. 3% 。
其中,教师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这个因素具

有最强的解释力(β = 0. 581,p<0. 01),且标准化回

归系数为正,即教师的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

越充分,其对课改的态度也就越积极。 与此同时,
教师的建构主义信念也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,且标

准化回归系数为正,说明建构主义信念对教师课改

态度有正向作用。
相较而言,教师工作效能感虽具有显著影响,

但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,说明教师的工作效能感越

强,其对课改的态度就越消极。 从实践的角度来

看,工作效能感强的教师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较为适

应现有的课程与教学情况且能得心应手地处理,导
致参与课程改革的愿望降低。

2. 不同学校和工作环境中教师的课改态度存

在差异,受个体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

在增加了环境因素的三个变量的模型 3 中,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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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表 1 教师课改态度影响因素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

自变量
因变量:教师课改态度

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

控制变量

学段 -0. 930∗∗(-4. 671) -0. 007(-0. 071) 0. 059(0. 581)

性别 0. 734∗∗(3. 348) 0. 292∗(2. 512) 0. 277∗(2. 481)

教龄 -0. 556∗∗(-6. 604) 0. 004(0. 092) 0. 027(0. 625)

职称 0. 870∗∗(4. 635) 0. 114(1. 144) 0. 140(1. 468)

学历 0. 339(1. 240) -0. 071(-0. 491) -0. 060(-0. 431)

个体因素变量

建构主义信念 0. 089∗∗(7. 109) 0. 070∗∗(5. 748)

工作效能感 -0. 020∗(-2. 061) -0. 043∗∗(-4. 451)

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 0. 581∗∗(67. 551) 0. 490∗∗(46. 495)

环境因素变量

校长支持 0. 018∗∗(3. 145)

工作压力 0. 026∗(2. 158)

同事支持 0. 216∗∗(14. 540)

样本量 2840

R2 0. 040 0. 733 0. 754

　 　 注:∗p<0. 05,∗∗p<0. 01,括号里面为 t 值。

体模型对教师参与改革态度的解释力达到了 75. 4%,
增幅为 2. 1% ,三个环境因素变量均达到显著,其中

校长支持和同事支持达到极其显著的影响,同事支

持的解释力是三个因素中最强的 ( β = 0. 216, p<
0. 01),其次是工作压力,影响力最小的是校长支

持。 三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为正值,说明教

师感受到越多来自校长和同事的支持,其参与课程

改革的态度和意愿就越积极。 与此同时,工作压力

也对教师课改态度贡献了正向的解释力。
此外,当纳入环境因素后,个体因素的影响力

均发生了一定变化。 教师建构主义信念和教师课

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的解释力有所下降,而教

师工作效能感的负向作用被放大。 可见,个体因素

和环境因素通过某种交互的机制共同作用于教师

课改态度,且个体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(二)方差分析

在明确影响因素的基础上,更要明确不同类别

的教师群体在参与课改中的差异性,为区域制定分

层分类培训提供明确的方向。 为此,研究采用方差

分析对学段、性别、教龄等因素对课改态度影响的

差异性进行了分析。
1. 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整体较大,课改态度受

到学段影响

为明晰中小学教师参与课程改革态度的影响

因素差异,研究以任教学段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

方差分析,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在工作压力上无显

著差异,但在其他 6 个影响因素上均存在显著差

异,且小学教师得分均显著高于中学教师。
2. 男女教师对工作压力有共同感受,课改态度

受到性别影响

不少研究探讨了性别对教师教学工作、教学风

格的影响,但较少有研究关注教师课改态度和行为

上的性别差异。 研究以性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

素方差分析,结果表明男女教师在工作压力上不存

在显著差异,但在其他 6 个影响因素上均呈现出

0. 001 水平的显著性差异,且女教师在 6 个因素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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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教师。
3. 中小学教师认同并愿意参与课改,课改态度

受到教龄影响

分析显示,不同教龄教师在 7 个课改影响因素

上均存在 0. 001 水平的差异,为进一步了解各教龄

段教师在 7 个影响因素上得分的具体差异,研究选

取教师课改态度和教师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

这两个与参与课改直接关联的影响因素,对数据进

行事后比较(塔姆黑尼法)发现,在课改态度方面,
25 年以上教龄教师分别与 3 年及以下教龄教师(p<
0. 001)、3 年-5 年(含)教龄教师(p<0. 001)、5 年-
15 年(含)教龄教师(p<0. 001)之间存在显著差异,
25 年以上教龄教师在课改态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

以上三个教龄段的教师。 同时,15 年-20 年(含)教
龄教师的课改态度得分显著低于 3 年-5 年(含)教
师(p<0. 05)。 在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方面,
25 年以上教龄教师的得分显著低于 3 年及以下教

龄的教师( p<0. 001)、3 年-5 年(含)教龄的教师

(p<0. 001) 和 5 年 - 15 年 (含) 教龄的教师 ( p <
0. 001)。 　

四、讨论与启示

(一)发挥教师个体因素在课程改革中的主要

驱动力

结合模型 2 和模型 3 可以看出,教师的个体因

素对其参与课程改革的态度贡献了最主要的解释

力,尤其是教师课改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这个因

素具有最强的解释力(模型 2 中 β = 0. 581,p<0. 01;
模型 3 中 β = 0. 490,p<0. 01)。 和其他个体因素或

环境因素相比,此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 这与

场动力理论的核心观念相符,即外部因素要起到对

行为的激励作用,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主体要有足够

的内部动机和愿望,如果个体自身缺乏行为动机,
那么外部因素很难起到激励作用,甚至还可能导致

相反的结果[6]。
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和关键,要想使课程改

革真正取得实效,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教师真正理解

课程改革的理念,并落实到教育教学中。 有研究发

现,部分教师将课程改革认识为教材体系的变更,
并认为教材体系的变化是换汤不换药[7],这种片面

的理解和认识消减了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内在动

力。 与此同时,教师面对课改的情绪体验也起到了

重大的作用,课程改革的复杂性对教师情绪造成了

强烈的冲击。 教师面对课程改革时的迷茫、犹疑、
矛盾等情绪会损害参与的动机。 更深层次的原因

在于教师对改革未知性的担忧,改革是否能提升学

生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,很多教师对此抱有怀疑的

态度。 本研究发现,教师工作效能感对课程改革态

度起到负向解释作用,即工作效能感高的教师由于

能很好地应对现有的教学任务并取得不错的成效,
而面对未知的改革和变化,会对自己能否依然保持

高效优质的教学存在疑虑,在对待课程改革上也更

倾向于保守的态度。 因此,课程改革的培训不仅应

包含新课程方案和标准的内容要素,还要增加对教

师个体层面的效能感、课改情绪和认识的关注,更
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方案,把握不同教师的课改意

愿与考虑,通过案例分享、课堂实践、活动展示等方

式使其认识到课改并非推倒重建,而是将以往一些

好的做法变成更为系统、普遍、自觉的实践,从而提

升教师参与课改的信心。
(二)关注教师学习共同体在课程改革中的特

殊作用

对模型 3 的分析显示, 相比校长支持(β=
0. 018,p<0. 01)和工作压力(β = 0. 026,p<0. 05),
同事支持对教师课改态度的解释力要强得多(β =
0. 216,p<0. 01)。 已有文献已经证明教师彼此之间

的信任将起到“润滑剂”作用,如果教师感受到其他

同事是可信的、有能力的、真诚的,教师之间的专业

学习更容易发生。[8] 本研究也进一步证明,在新课

程改革中,同事间的信任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师群体

对课程改革的主观评价和感受,以及教师实施改革

的行动意向,发挥“缓冲器”和“催化剂”的作用[9]。
因此,在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中,要继续发挥教研组、
备课组等正式学习共同体或教师间自由建立的非

正式学习共同体的作用。 行政和专业领导层面也

要注意运用促进教师信任合作的策略,避免教师之

间的恶性竞争,为教师参与课程改革提供能切实感

受到的微观环境以及细小而实际的支持。 区域和

学校在培训中也可以减少讲座式的单向培训,更多

设计与教师合作相关的培训项目。
(三) 重视课程改革中男女教师性别的差异

影响

方差分析结果显示,男女教师之间在课改态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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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倾向性,群体之间的差异不应

被忽视。 差异首先表现为男女教师性别比例的失

衡。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教师的性别失衡情

况在经济、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正日益严重,
很多省市男教师比例已经低于 OECD 均值[10],J 区

参与调查的教师性别比例 (男性 28. 49% ,女性

71. 51% )也显示了性别失衡问题。 TALIS2013 年

报告指出,学校中教师性别分布不平衡,小学中女

教师比例趋高,男教师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相

对较低[11]。 其他研究也显示男教师不适应在女性

主导的工作环境中工作,而且很难参与课堂内外许

多话题的讨论,并被女教师群体隔离[12],男教师在

学校正式或非正式学习共同体中的疏离感也可以

被预见。 在内在体验和外在环境的双重影响下,男
教师参与课改的态度相较女教师而言更加消极,因
此在课程改革中,需要根据不同学科中的男女教师

比例形成差异性的培训课程。
(四)满足不同阶段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发展

需求

研究还发现不同教龄的教师对课改的态度以

及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等存在群体差异。 教龄是

教师专 业 发 展 阶 段 的 显 性 依 据, 根 据 斯 特 菲

(Steffy)等人的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,教师的专

业发展可划分为 5 个阶段:预备生涯阶段、专家生

涯阶段、退缩生涯阶段、更新生涯阶段及退出生涯

阶段[13],并认为 26 岁-40 岁的教师处在预备生涯

或专家生涯阶段,善于接纳新观点,更愿意通过教

学实践提升教学能力;41 岁-50 岁教师处在退缩或

更新生涯阶段,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,但较少开

展教学创新,可能出现职业倦怠;51 岁-60 岁教师

处在退出生涯阶段[14]。 本研究发现,25 年以上教

龄教师的课改态度以及情绪、认识与意愿准备两个

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 3 年及以下、3 年-5 年(含)、5
年-15 年(含)教龄的教师,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,
即处于退缩生涯或更新生涯以及退出生涯阶段的

教师参与课改的态度和意愿明显低于处于预备生

涯或专家生涯阶段的教师。 所以,在组织教师学习

与培训过程中,需要对不同教龄教师的课改需求进

行进一步调查,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方法与策略。
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,对上海市 J 区

教师的课程改革意愿和影响因素开展研究,为区域

开展新课标培训提供了扎实的证据和设计依据。
未来可以基于研究发现与结果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,
对不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持续的调查,为义务教育新课

程改革在学校层面的落实奠定坚实的教师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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